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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与特征

段晓亮，　吴　然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封龙山地区在两汉时期就是皇家重要祭祀圣地，著名学者李躬和伏恭都曾在此讲
学授道，推动了儒学和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自唐代至北宋初年，封龙山孝道文化逐渐复
兴。金元时期封龙山地区作为北方儒学和孝道传承中心盛极一时。明清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
走向社会深层。封龙山孝道文化传承的主要特点是：奠基于汉代官方祭祀神明和祖先的传统；
儒学发展和书院教育是重要推动力量；封龙山孝道文化以踏实笃行为根本；官方和民间力量共
同推动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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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汉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的奠基

周公制礼乐，确立一整套严密的以血缘为纽
带“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其最核心的理念就是
孝道。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
想，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汉武帝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取得正统地位，孝道即成为汉
代标榜的核心价值观。“以孝治国”遂为汉代以降
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孝道最基本的意
思是“善事”父母，包括“敬”、“养”和“祭”三方面。
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敬天法祖”思想，祭祀
祖先，成为中华民族独特信仰价值系统，祭祀和崇
拜祖先即是很典型的孝道文化体现。

（一）两汉时期封龙山为皇家重要祭祀
圣地

元氏县所在的封龙山地区，早在两汉时期就
是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皇家祭祀圣地。汉高
祖三年（前２０４）置恒山郡，其治所在两汉数百年
间，始终位于今元氏县西北１０公里的故城村南。
汉文帝即位后，为避文帝讳，恒山郡改名为常山

郡，故《元和郡县图志》载：“两汉常山太守皆理於
元氏”［１］４７７。据《元氏县志》记载，天汉三年（前

９８）汉武帝曾亲临常山祭拜。元氏境内封龙山等
六座名山，在东汉光和年间均被“赐以封号，载在
典祀”，《白石神君碑》碑文道：“古先哲王，类帝禋
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建立兆域，修坛设屏。
所以昭孝息民，辑宁上下”。可见自古以来祭祀群
神与宣扬孝道、抚慰百姓有着密切的联系。封龙
山地区作为汉代重要的祠祀中心［２］，其重要地位
是显而易见的。
另据《元氏县志》载，“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

帝北击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连破之”，“四年五
月，（光武帝）进幸元氏”，“阴后从征彭宠，生显宗
于元氏”［３］２２８。由此可知，元氏不仅是光武帝刘秀
龙兴之地，更是汉明帝刘庄出生故地，因此贯穿东
汉将近两百年间，封龙山麓即为皇家祭祀刘氏祖
先的圣地。自光武帝和汉明帝以降，东汉诸王室
帝胄，多亲临元氏，凭吊祭祀祖先。元人葛逻禄乃
贤《河朔访古记》曾记载：“明帝永平中幸此（封龙
山下），诏复租税六年，劳来县吏，下及走卒，皆蒙
恩赐。其后章帝北巡，又幸元氏，祀光武于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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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明帝于始生堂，皆奏乐焉”。《元氏县志》亦载：
“章帝建初七年秋九月，劳赐常山吏人，复元氏租
赋三岁”。朝廷既数次免除田租更赋，又多次亲临
元氏，并奏乐祭祀，可见东汉皇室在元氏祭祀祖先
的盛况。据称直至清朝乾隆年间，祭祀汉明帝的
始生堂遗址尚存。

（二）东汉时期封龙山是经学和孝道传
承的重要基地

儒学是两汉官方学术正统，孝道更是被汉代
统治者标榜的核心伦理思想。汉明帝很重视以孝
道为中心的经学教育，其时“门期羽林介胄之士，
悉通《孝经》”［４］樊宏附樊准传。据《后汉书明帝
纪》记载：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诏
曰：“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
……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
……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有司其存
耆耋，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４］显宗孝明帝
纪。三老五更原是先秦敬老和养老制度，《礼记·
文王世子》云，在大学之东序，“遂设三老五更，群
老之席位焉”，郑玄注曰 ：“三老五更，各一人也。
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
孝悌也”。汉明帝恢复先秦三老五更礼，以李躬为
三老，以桓荣为五更，意在垂身示范，宣誓以孝治
天下。被尊为“三老五更”大致有四个标准：年高，
德邵，学明，位尊［５］。王者“父事三老”而“兄事五
更”，可见李躬作为常山郡“年耆学明”的儒者，其
生平事迹虽未载入史册，却受到皇帝最高礼遇，再
联想到常山郡本是汉明帝出生地，李躬与汉明帝
渊源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李躬被授以“三老”
荣誉，其地位是高于“国三老”或“郡三老”的，更远
高于汉代基层掌教化“三老”。李躬被皇帝授以至
高无上的荣誉，其作为基层的硕学鸿儒，主要还是
在元氏传道授业，对开启封龙山教育所起关键作
用自不容低估，后人在追溯封龙山教育史时，都会
提到封龙山是汉代李躬授业之所，儒家经学和孝
道自然是李躬授业的主要内容。
东汉时期另一著名儒者伏恭（前５－８４），也和

封龙山地区孝道传承有着密切关系。据史料记
载，伏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任为
郎”，在东汉初年“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
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
学”［４］伏恭传。伏恭乃是汉代经学大儒伏湛之侄，
出生后过继给伏湛为子。伏氏家族在汉代一直是
经学望族，自伏生壁藏《尚书》以降，历四百余年，

累世公卿，世传经学。伏恭不仅以谨守孝道闻名，
而且将伏氏家学发扬光大，特别是在其担任常山
太守期间，更是在元氏“敦修学校，教授不辍”，使
封龙山地区成为东汉北方经学和孝道传承中心。
据《后汉书·伏恭传》载：“建初二年冬，肃宗行飨
礼，以恭为三老”。继李躬之后，伏恭再次被授以
“三老”荣誉，且东汉以“三老五更”见诸史册的可
谓屈指可数，在封龙山地区授业传道的李躬和伏
恭竟能先后获此殊荣，由此证明东汉时期封龙山
地区作为经学和孝道传承重要基地应该是当之无

愧的。

二、汉代以后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一）自唐代至宋初封龙山孝道文化的
复兴

隋唐时期，尽管有不少寺院道观修建于封龙
山，但该地区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孝道文化的传
承并没有中断。据《元氏县志》记载，唐代著名隐
士姚敬曾栖居封龙山，传道授业。宰相郭震
（６５６—７１３）也曾游学并讲学于封龙山。郭震不仅
诗文武功俱佳，而且更以孝义闻名。其十六岁就
读太学时，家中送来四十万钱，恰好有身着缞服的
人来借钱，自称因家贫五代人都没下葬，郭震便慷
慨地将这笔钱全借给他，甚至连借钱者姓名都不
问。郭震担任安西大都护期间，因西突厥首领乌
质勒来款塞请和时不幸去世，引来其子娑葛的怨
恨。郭震毅然素服前往修吊赠礼，并留下数十日
帮忙料理丧事，最终解开了误会。因史料阙如，郭
震在封龙山游学和讲学的具体内容，已很难知晓，
不过从其生平事迹来看，儒学孝义诚笃精神必然
是不可或缺的。
自宋代以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称为“八端”，

是自朝廷到民间所崇尚的核心价值，其中孝道位
列八德或八端之首。北宋初年，书院教育开始兴
盛。河北地区在宋朝见诸史册的书院有五所，其
中封龙书院、中溪书院和西溪书院三所即建于封
龙山。书院的办学方式是聘请有名学者讲学其
间，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聚众讲解等相结合
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辅以议论时
政［６］９。封龙书院“有孔颜曾三石像，盖即诸儒所
建，朝夕敬事者。后书庐圮”［３］，以儒家先圣先贤
为供祀对象，亦可证明当时书院主导思想就是儒
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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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名相李昉（９２５—９９６）为振兴封龙
山教育不遗余力，其先后创建并主持封龙书院和
中溪书院，并聚徒讲学其间。李昉在历史上以敦
厚持重、至善至孝著称。据史料记载，其生父李超
曾任后晋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因其叔父李沼
无子嗣，出生后就被过继到叔父家。及壮年知道
身世后，李昉感念叔父母“鞠育之恩，慈爱兼
备”［７］卷４７启封所生父母奏，对生父母早逝无法尽
孝耿耿于怀，不仅侍奉叔父母颐养天年，还毅然肩
负起“两宗祭祀”重任，其晚年曾上《乞封所生父母
奏》，使生父母与叔父母同样获得了朝廷封号。另
据《李昉家法》记载：“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严，
凡子孙在京守官者，奉钱皆不得私用，与饶阳庄客
并输宅课，月均给之，故孤遗房分皆或沾济，世所
难及也”［８］卷１。在李昉严格要求下，其子嗣均严于
律己，谨守孝道。《宋史·李昉传》附其子李宗谔
小传，称其“内行淳至，事继母符氏以孝闻”［９］９１４３。
李昉以身作则，使封龙山教育走向复兴，更为弘扬
封龙山孝道文化作出重要贡献。宋仁宗嘉佑年
间，元氏县创建文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封龙山儒
学和孝道文化重新振兴。

（二）金元时期以封龙书院为中心的孝
道文化传承

金元时期，封龙山书院教育继续蓬勃发展。
栾城籍著名学者李冶（１１９２—１２７９）曾买田于封龙
山，重新修葺并主持封龙书院，聚徒讲学。不少学
者因李冶在数学上取得巨大成就，而认为封龙书
院以研究和传授自然科学为主流，其实不然。李
冶在封龙书院主要传授的是赵复、许衡（１２０９—

１２８１）的儒家学说［６］１２。赵复是宋末元初大儒，他
在元兵南下被俘至北方以后，创办太极书院传授
儒家经学，有《传道图》、《伊洛发挥》等著作。其时
北方名士许衡、郝经（１２２３—１２７５）、刘因（１２４９—

１２９３）皆因赵复学说而服膺程朱理学，因此赵复被
誉为在北方传播程朱理学的第一人。李冶在封龙
书院传授赵复学说，使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
家学说在封龙山地区广为传播。
李冶以复兴儒学为职志，对儒学和孝道有精深

研究，其主持封龙书院时，经常与元好问（１１９０—

１２５７）、张德辉（１１９５—１２７５）切磋学问，时称“龙山
三老”。其论孝道曰：“修身莫大乎事亲，事亲莫大
乎致养，致养莫大乎养志。尽天地之精微，竭水陆
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祇以养口腹耳，养之下
也。怡声顺色，先意承志，虽复菽水之约，而有以得

其欢心，是则养之至也。”［１０］李冶在此提出：其一，
侍奉父母是行善修身的根本，孝顺长辈乃是众德之
首；其二，为父母养老送终，使其无物质匮乏之虞，
是孝顺最重要的表现；其三，精神奉养更重于物质
赡养，使父母心情舒畅地颐养天年，而不单纯满足
口腹欲望，这才是孝道的根本。
李冶还以为儒家讲德行和孝道不应付诸空

谈，更应落在身体力行处。他在讨论作史之难时
说：“篇翰流传，锵耳赫目，可以入《文苑》矣，而不
可以入《儒林》。经术粹精，洞贯古今，可以入《儒
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则凡有文字者，悉
载之本传之中，别以明经者入《儒林》。范蔚宗则
既传《儒林》。而后《文苑》继之。皆得其体要者
也。虽然吾犹恨其不为《儒行》一篇，以为《儒林》、
《文苑》之首焉。能尊其书而不能尊其身行之人。
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实也”。据此可知，李冶虽赞赏
班固和范晔立《文苑传》、《儒林传》的做法深得作
史体要，但仍遗憾地表示在《儒林传》、《文苑传》
前，应以《儒行传》为列传首篇，以此表彰笃行儒家
学说的君子。
继李冶之后主持封龙书院的是藁城籍学者安

熙（１２６９—１３１１）。有学者以为安熙主持封龙书
院，是在元至大年间（１３０８—１３１２），不过据《元氏
县志》记载，大德十年（１３０６年）安熙就已经开始
主持封龙书院，并举行祭祀孔孟典礼［１１］１５。据称
安熙 自 幼 “颖 悟 绝 人，在 襁 褓 间 已 诵 《孝
经》”［１２］６２１，成年以后竟“不屑仕进，家居垂教数十
年，四方之来学者，多所成就”，“其教人以敬为本，
以经术为先，弟子去来，常至百人”［１３］。安熙自幼
便诵读《孝经》，其不慕名利，教人以敬为本，深刻
体现了儒学孝道的根本精神。据史料记载，其弟
安煦也已以至孝著称，在安熙去世后，“事父甚得
欢心，抚熙子一如己出”［１２］６２２。至治年间（１３２１—

１３２３）李冶曾孙李慎言出资重修封龙书院。在李
冶、安熙主持下，封龙书院作为北方儒学教育和孝
道传承中心所在，可谓盛极一时。
元初，江汉间著名儒者砚弥坚（１２１１—１２８９）

与赵复同时被招致北方，并获任真定府学教授，在
真定县（今正定县南）一带聚徒讲学。史称砚弥坚
“通诸经，善讲说，士执经从而问疑者日盛。公告
以圣贤之旨，谆切明白，不缴绕於章句。中原硕儒
若容城刘公因、中山滕公安上，亦皆从公授经”。
由此可见，砚弥坚讲学“纯切明白”，不拘泥于章
句，在当地影响很大，刘因（１２４９—１２９３）、滕安上
（１２４２—１２９５）皆从其学。其在真定府讲经传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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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屡以阳城忠孝之说训迪诸生，尽皆化服。
是时风俗敦厚，人皆尚行，而文辞浮华之习，士鲜
好焉，故治化人材於是为盛。”［１４］卷７元故国子司业
砚公墓碑并序砚弥坚讲学遗址所在已不可考，不
过其为真定府教授，影响所及应包括真定府所辖
封龙山麓诸县，砚弥坚当属封龙山儒学和孝道传
承的重要人物。

（三）明清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走向社
会深层

元末明初，封龙书院已颓坏不堪。嘉靖十八
年（１５３９年），进士魏谦吉（１５０９—１５６０）游封龙山
时发现“哲人既往，弦诵声微，书庐颓为腐坏”，连
孔子雕像也被弃诸草莽，遂请元氏知县荆鸾建圣
像藏室妥为安置，且感慨：“夫人虽至愚，未有不知
敬天地者，未有不知爱父母者”，“夫人顾有时而忘
其爱且敬者，亦惟日用不知而矣”。魏谦吉还乐观
地表示：“矧地灵所钟人杰代有，兹邑之士，又安知
无若躬、若昉与冶者出焉，而结庐讲学，朝夕敬事
也乎？”明代嘉靖年间，魏谦吉与魏承谟曾一度复
创封龙书院［１１］４０３。
封龙书院由盛转衰，并不意味封龙山儒学和

孝道文化中断。明清时期元氏县等封龙山麓诸县
邑文教事业兴盛，逐渐取代了封龙山书院的地位。
自明代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创修《元氏县志》，历
经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顺治六年（１６４９）、乾隆二十
三年（１７５８）和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四次重修，“贞节
孝义”和“忠孝廉节”均列为重要内容。清代贡生
高毅即以“天性纯笃”、“克尽孝道”而被著录于县
志，元氏县令赠以“孝友端方”匾额，表彰其学行。
翻阅元氏旧县志，仅明清时期重修文庙和节孝碑
祠的记录有１０余次之多，元氏县在明清时期记录
在册的进士和举人就达６８人。其时元氏县著名
书院就有文清书院、景贤书院和三台书院。三台
书院在封龙山东南，《元氏县志》载：“三台书院，众
山环列，三峰耸天，半山有甘泉，可圃可渔，邑人高
用宾建。上有文昌阁，修复数楹，四方有志者肄业
之所”。这三所书院以文清书院最盛。文清书院
创办于明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年），位于县治东南文庙
东侧。文清是明代大儒薛瑄（１３８９—１４６４）的谥
号，薛瑄祖籍山西河津，出生于元氏县，文清书院
以纪念薛瑄命名。薛瑄曾提出“学者，读书穷理，
须实见得是，然后验于身心，体而行之，不然无异
买椟而还珠也”［１１］重修文清书院记，其学说影响
深远。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年）重创文清书院，移

至县城西南开化寺右侧。

三、封龙山孝道文化传承的主要特征

孝道文化作为善事父母，尊老敬老的文化传
统，不仅是儒家思想最基础的理念，更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精髓和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观。数千年来孝道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成为根
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思维方式和信仰准则。封
龙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就深深地受到儒
家文化特别是孝道文化的熏染。封龙山地区的孝
道文化数千年来世代传承，已经成为封龙山文化
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两汉迄今两千多年
来，根植于封龙山地区的孝道文化世代传承，为培
育淳朴向善的家风民风，形成浸润心灵的尊老敬
老传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封龙山孝道文
化传承的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封龙山孝道文化历史悠久，奠基于汉代

祭祀神灵和祖先的传统。古语道“国之大事，在祀
与戎”，早在殷商时期，祭祀上帝、自然神和祖先神
便是国家重要活动，敬天法祖更成为周礼的核心
信仰。汉代奉行以孝治天下，皇帝祭祀山川诸神
与“昭孝息民”具有某种某种神秘联系，祭祀祖先
乃是传承和宣扬孝道的典型表现。汉武帝、光武
帝和汉明帝与封龙山地区均有较深渊源。东汉时
期，不仅包括封龙山在内的常山郡六座名山，均被
“赐以封号，载在典祀”，而且数位皇帝还多次亲临
封龙山麓祭祀祖先，奠定了封龙山孝道文化的基
础。李躬和伏恭作为传承封龙山儒学和孝道教育
的先驱，相继荣膺“三老五更”之“三老”尊位，更凸
显了东汉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的兴盛。
其二，儒学发展和书院教育是封龙山孝道文

化传承的重要推动力量。李躬和伏恭是封龙山儒
学和书院教育的开创者。唐代姚敬和郭震先后游
学或讲学于封龙山，使封龙山儒学教育在历经魏
晋南北朝长时期的战乱后得以延续。北宋时期李
昉和张著在封龙山创办书院，推动封龙山书院教
育重新振兴。金元时期李冶和安熙相继主持封龙
书院，奠定了封龙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
位，也促进了程朱新儒学和孝道文化在北方发展。
封龙山书院教育在唐宋以来能重新振兴，有赖于
该地区自汉代以来奠定的儒学和孝道文化基础，
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兴盛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儒家

和孝道文化在该地区传播和弘扬。
其三，封龙山孝道文化以踏实笃行为根本。

中国传统孝道主要包括敬、养、祭三方面，无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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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父母，还是善事长辈抑或祭祀祖先，必须发自内
心而付诸实际行动。封龙山孝道文化不仅历史悠
久，而且向来以踏实笃行为核心要义。李躬在封
龙山传道授业并非仅为研习经学和穷纠义理，其
初衷在于使忠孝节义等美德在民间落地生根。曾
先后在封龙山讲学授道的伏恭、郭震和李昉在历
史上都是以孝义诚笃而闻名。李冶和安熙均不慕
功名利禄，讲孝道注重精神奉养和身体力行。砚
弥坚屡次讲授阳城忠孝的典故，摒弃浮华文辞，使
远近儒生尽皆化服。封龙山孝道文化摒弃繁文缛
节，以踏实笃行著称且影响深远，已成为塑造乡土
民情和地域文化的重要情感纽带。
其四，封龙山孝道文化在官方和民间两种力

量助推下不断发展。封龙山孝道文化奠基于汉代
官方祭祀传统，李躬和伏恭在封龙山敦修学校，兼
有官方和民间双重身份。唐代姚敬和郭震游学或
讲学封龙山时，所依托的应该是封龙山长期积淀
下来的民间教育传统。北宋仁宗年间在元氏创修
文庙，为官方弘扬儒学的典型表现。李昉重振封
龙山书院教育，其宋史本传并无记载，民间教育色
彩应更重一些。李冶和安熙在封龙山讲学时已处
于半归隐状态，他们或聚徒讲学，或邀请著名学者
切磋学问，有力地促进了封龙山儒学和孝道的发
展。明清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已逐渐走向社会
深层。数千年来官方和民间力量互为表里，共同
推动了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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